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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的社会网络分析
———以“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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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意识形态网络舆情是意识形态斗争向网络空间渗透的标志。以２０１５年的

“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为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网络基本结构、节点中

心性、块模型和子群结构四个方面对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的网络特性和传播特征进行分

析。研究发现：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具有明显的“意见领袖”特征，网络中存在

具有明显等级关系的若干子群，且网络内部群体极化严重，极易成为孕育民粹主义的“网

络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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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即观念上层建筑，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１］。意识形态斗争是不同社会意识形

态为争夺民众认同和生存空间而相互斗争的行为和过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当今社会

思潮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经济基础多样化、社会阶层多元化和文化开放与价值多元化的共

同作用使得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日益尖锐［２］，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在推动信息时代到来的同

时，更为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新的平台与场所，使得意识形态斗争向网络空间渗透。

意识形态网络舆情是意识形态斗争向网络空间拓展的产物［３］，是网民基于现实社会经济形态及由

其决定的政治制度的系统看法和见解，它体现了网民的思想，代表了网民的利益，并通过对网民行动的

指导，反作用于现实社会。近年来，从屡屡出现的诸多舆情论战便可窥见一斑，网民意见的表达已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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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其自我主张的陈述和自身情绪的宣泄，更是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层面［４］，如某凉茶企业与某微博大

Ｖ互动讽刺抗战英雄，山东爱国青年被打等舆情事件中所出现的高歌西方主义、否定我国社会体制、讽

刺国家政权等极端意见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观点争鸣，而是升级为意识形态斗争。此类对国家政权和社

会体制持消极甚至否定态度的意识形态在冲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亦在逐渐影响着普通网民的

思想与行为。若不给予重视，势必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产生消极影响。

目前，舆情的相关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等都为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

理论支撑［５］，然而，依托移动互联网，并以意识形态为主题进行的舆情研究仍较为匮乏，对于意识形

态状况的判断主要采用描述性判断（即模糊主观性判断）方法［６］，这可能会使得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的

研究成果缺乏实证支撑，不能够与时俱进地指导意识形态领域的实践工作。

本文采用舆情研究中常用的社会网络方法对意识形态网络舆情进行研究，抽取网络密度、平均

最短路径、聚类系数、节点中心度、凝聚子群等指标，来表征意识形态舆情的网络结构与网络位置，从

而定位该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和相关核心子群，对意识形态网络舆情展开总体、细致的分析和判断。

一、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的研究设计

微博的高速发展给予了网民更多的发声机会，也为持不同意见、观点的网民提供了争论的场

所，网络论战屡见不鲜。微博兴起之前，各类意见的支持群体也时常就社会热点问题争论不休，

但这些争论大多止于立场隐晦的文字博弈。随着共青团中央的一篇文章《信仰》的发布，意识形

态的网络争论一触即发（下简称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在该论战事件中，论战双

方摒弃了过去“指桑骂槐”的方式，在微博上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各自立场。网民也通过公开站队

的方式加入其中，两派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已充分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下。此次论战事件被业界媒

体和政界视为由于外来文化入侵所致的西方意识形态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派别斗争的一个缩

影［７］，具有意识形态斗争的典型性，揭示着意识形态斗争开始从隐晦走向明朗。也鉴于此，本文

选择“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为研究案例。

“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起源于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１日共青团中央官方发布的一条微博。当

日上午１０点左右，共青团中央官博发布题为《信仰》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对于我们共青团

人来说，共产主义既是最高理想，也是实现过程”，并发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话题讨论。

不久，知名地产商，也是微博大Ｖ＠任志强微博转发并评论道：“曾经被这个口号骗了十几年！”

此语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众多网友的激烈讨论，逐渐形成了以各级共青团组织为代表

的团委官方微博以及司马平邦、地瓜熊老六、陆天明等网络大 Ｖ为首的共青团阵营和以＠任志

强、＠徐昕、＠刘胜军改革、＠袁裕来律师、＠崔小平律师等为代表的社会公知所形成的任志强阵

营。共青团阵营转发了任志强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新闻稿，标题为《任志强：

我信仰共产主义，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社会》一文，公开质疑之。至此，双方阵营论战持续发酵，

事件相关话题在新浪微博上的转发量与评论量均破万条，成为微博热门话题，最终此事以任志强

被封号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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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新浪微博平台，围绕“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对相关热门主题帖进行搜索和数

据采集，将事件主要方任志强发表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原创微博与共青团两日后对

其作出的回应微博《与任志强先生榷》作为原始帖进行数据搜索。鉴于微博平台的 ＡＰＩ隐私设

置较高［８］，本文依靠手工方式获取转发数据，将微博用户对话题相关贴的转发行为视为其最直

接的信息传播行为，构建二元有向传播网络。

二、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研究的实证分析

（一）网络基本结构特征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一般先构建网络结构图，采用网络密度、聚类系数、评价最短路径３个指标

表征网络基本结构特征。网络构图中，箭头指向关系接受者，若节点之间不存在转发关系，则对应

边的取值为０，反之，取值为１。据此，本文构建出如图１所示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

情网络图，在该舆情图中，共有节点数４９０个，节点间实际连接数８６７条。经计算，网络密度为

００３６，聚类系数为００４５，平均最短路径为８３９６。结果表明，在此次“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

件舆情网络中，网络密度较低，网络内部节点间的信息交流和互动并不频繁，且涉及范围狭窄，节点

间紧密程度不高，集团化程度较低，凝聚性不强。虽然网络的高速发展极大地降低了网民参与话题

讨论的门槛，但在“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舆情网络图中，核心节点依然较明显，表明该话题并

未在更多的社会阶层间扩散，仍局限于事件相关方及各自支持者群体内，论战话题的敏感性和信息

传播的多层级性更是大大削弱了节点间信息的沟通能力。因此，该事件并未在普通网民中获得关

注和重视。总体而言，此次事件舆情网络具有密度稀疏、黏性弱、凝聚力不强的基本结构特征。

图１　“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情网络图

（二）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分析主要包括点度中心度、介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三个方面。点度中心度基于网

络活动角度，可以较好地衡量节点的交往能力，分为入度中心度和出度中心度，分别表示信息从

节点的进入和发出情况，表明该节点在网络中扮演着信息接受者或信息发送者的角色。中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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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度是衡量节点对信息资源控制能力的测量指标，在网络中起到桥梁作用。接近中心度则关注

信息传播路径而非直接关系，若某一节点仅需经过较短的路径就可与其他节点进行信息联系，则

节点的接近中心度值较小，不受其他节点控制的能力较强，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居于网络的核心

位置。具体中心度测度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情网络的节点中心度测度结果
点度中心度

　　入度中心度 　　出度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介数中心度

节点 数值 节点　　 数值 节点　　 数值 节点　　 数值

崔小平律师 １９ 共青团中央 ６９ 共青团中央 ０．３８８４０ 共青团中央 ０．３７５４４

陈业文新大都 ９ 任志强 ５６ 任志强 ０．３７７９０ 任志强 ０．３０８３８

司马平邦 ７ 徐昕 ３６ 共青湖南 ０．３３８８８ 徐昕 ０．１５５０５

平民王小石 ６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 ３０ 演员孙海英 ０．３２５３５ 共青湖南 ０．１２４４２

侯宁 ６ 共青湖南 ２６ 王祖哲 ０．３２１２９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 ０．１１６１０

点子正 ６ 地瓜熊老六 １７ 荣剑２００１ ０．３１９８２ 崔小平律师 ０．０６８１８

中国公知精神病总院 ６ 吴法天 １３ 偃月刀之舞 ０．３１９８２ 演员孙海英 ０．０４５５３

陈光武律师 ７ 陆天明 １２ 赵克罗 ０．３１９１９ 地瓜熊老六 ０．０４１９５

侠骨柔情的杨华 ６ ＭＲｎｅｏ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０ 无畏高尔察克 ０．３１９１９ 荣剑２００１ ０．０３６８９

后余万凯 ６ 杜建国微博 １０ 徐昕 ０．３１７５３ 刘胜军改革 ０．０３６４２

　　均值 １．７６９ １．７６９ ０．２４１５６ ０．００６６８

在表１的点度中心度测度结果中，“共青团中央”和“任志强”作为此次论战的发起人，分别

以６９和５６的数值在出度中心度上排名第一和第二，标志着他们作为原博节点所发出的信息量

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对比出、入度中心度前十的节点，在入度中心度前十位节点中，包含司马平

邦在内的共青团方和包含崔小平律师在内的任志强方，双方各占一半。而在出度中心度上，共青

团则在十个节点中占据了八个。这主要是因为共青团方多采用发布原创微博、转发相关回帖的

方式进行论战，他们结合自身“加Ｖ”认证的权威性和源头博主的网络影响力展开论战的方式在

信息发出上占有极大优势。而任志强一方，除了原博“任志强”的原创发帖之外，其他节点的论

战方式主要为转发。此外，出度排名前十的节点并未在入度前十节点中出现，入度前十节点也未

在出度前十中出现，这表明双方在论战时，信息的流向呈单向性，信息发出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

并未存在太多的双向信息交流。

在接近中心度测度结果中，由于任志强方多采用转发方式开展论战，即在接收到共青团方的

信息后通过多转发的方式进行回击，信息传播路径广，节点独立性较强，因此在前十节点中占据

大多数位置。而在介数中心度测度结果中，前十节点均值不高，为０．００６６８。但各节点间数值差

距相对较大，最大值节点为“共青团中央”，数值为 ０．３７５４４，最小值节点“刘胜军改革”仅为

０．０３６４２。介数中心度是节点控制信息资料能力高低的体现［９］。前十节点数值差距较大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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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舆情网络中节点的信息控制能力差异较大，个别控制能力较强节点的信息的处理方式

和行为对整个舆情网络信息传递和扩散的路径和效率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总体而言，此次论战舆情中，“共青团中央”一方的论战方式主要为原创发布和转发，而“任

志强”一方则以转发为主，作为原博的“共青团中央”和“任志强”与其他节点间的信息传递方向

单一，与其他节点并无过多的双向信息交流，舆情图中各节点对信息资源的控制能力各异。除了

“共青团中央”和“任志强”两个原博节点外，还存在着许多网络大Ｖ，他们凭借自身的知名度和

庞大的粉丝数，对舆情的发展方向、蔓延态势产生着显著的影响。

（三）块模型分析

块分析是从关系的角度对网络整体特征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１０］。该理论认为，网络中的某

些节点间所存在的共性是由于其所处的网络位置相似，与该节点是否具有这种个体特征无

关［１１］。块模型分析通常以某种规则（如合同关系、亲属关系）为依据，若节点间的关系符合这一

规则，则将其划分为同一块（即同一网络位置）。由于同一块内的节点在该规则上具有相似特

征，分析时只需取其中的一个代替所有个体进行研究，从而将庞大复杂的网络转化为简单网络，

也大大减少了研究所需工作量［１２］。本文依次按照行动者分区、各块取值确定（α密度标准）两个

步骤对此次论战的舆情网络展开块模型分析，基于转发关系，得到了８个相对集中的模块，表２

展示了这８个模块的代表性构成。

表２　“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情网络块分组情况
组别 块分组主要代表性构成

块１ 共青团中央、共青团中央学校部、椒江叶ｓｉｒ、子午侠士、陆天明、老辣陈香、李仲伟律师、李英俊律师等
该块内共４２个节点，仅有５对节点存在联系

块２ 平民王小石、吴法天、思想火炬、如皋老猫、８１９评论团、尹国明等２７个节点

块３ 多数为转发共青团中央的微博节点，包含河南共青团、点子正、共青团福建省委、江西共青团、司马平邦、

青春湖北、山西共青团、紫光阁、共青团景临、西藏共青团、共青团河南省委学校部等６６个节点

块４ 任志强、共青湖南、地瓜熊老六３个节点

块５
大多为转发块１中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块４中共青湖南的节点，如假行僧老巩、罗亚蒙、叶语在江南、胡杨
麟、吴其伦、义勇军召集人、首都在线等。此外，还有少数节点与块３和块７内的节点存在信息连结。该
块共有４９个节点

块６ １８４个节点

块７ 块内的７９个节点大多转发块４中任志强发布的微博信息，如洪晃 ｉｌｏｏｋ、陈业文新大都、大众网朱德泉、
刘胜军改革、浩正刘臻、刘春、老徐时评等

块８ ４０个节点

如表２所示，块１和块４分别为论战发起方“共青团中央”和“任志强”的节点模块，块２和

块７因对论战发起方原微博实行了转发行为而分别独立成块，且块内节点数量较大，这从侧面说

明了作为论战发起方的“共青团中央”和“任志强”在舆情的传播和扩散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巨

大影响。８个模块规模也各不相同，最大的块６达到了１８４个节点，最小的块８只有４０个节点。

块３则是与共青团中央在组织上具有重要关系和密切联系的节点聚集地。经密度计算，本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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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表３所示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情网络的密度矩阵。

表３　“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情网络密度矩阵
块１ 块２ 块３ 块４ 块５ 块６ 块７ 块８

块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块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块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块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２ ０．１６７ ０．１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０１７

块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块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块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块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由表３可看出，在块内节点方面，块４内部密度最大，为０．１６７，说明块４内虽然只有任志强、

共青湖南、地瓜熊老六３个节点，但各节点内联系密切，凝聚力、行动力强；在块间联系上，块４与

块７密度最大，达到了０．３３３，说明除单纯的转发行为外，块７内的大部分节点与块４节点存在着

较频繁的信息交流。为了使块间信息交流关系更直观、清晰，本文对表３矩阵做了二值化处理，

以０．００３６的网络密度值作为临界值，对表３数值进行了矩阵转化，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情网络像矩阵
块１ 块２ 块３ 块４ 块５ 块６ 块７ 块８

块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块２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块３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块４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块５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块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块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块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表４展示了此次论战各块的像矩阵。观察表中数值，可发现在出入度关系上，块６出、入度

均为０，块７、块８出度为０，入度不为０，其余块在出度和入度上均不为０。出入度关系表示了块

是否存在信息的发出和接收行为，因此，可以根据出入度关系，从信息收发角度将此次论战舆情

网络块分为传播者、接收者和孤立者三类。传播者在该论战事件主要通过转发、评论的方式进行

信息的发出和接收，即块１、块２、块３、块４、块５；接收者主要通过对其他块内节点发布的信息进

行原文转发的方式发挥着信息的接收作用，如块７、块８；孤立者与其他两类不存在块间联系，信

息交流和交换大多在块内完成，如块６。传播者对论战舆情的传播和扩散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论

战舆情网络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所在；接收者对传播者发出的信息作出响应，但对舆情传播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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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并无明显作用；孤立者在舆情内活跃程度较低。依据三者特性，本文绘制了此次论战舆情块

的像矩阵简化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情网络像矩阵的简化图

由上图可知，此次论战舆情网络存在孤立块（块６），属于非连通网络，该舆情网络内存在明

显的等级结构。块模型较为清晰地描绘出此次论战舆情网络的整体结构，但仅基于节点位置及

节点间多维关系的划分可能会导致分析结论不完全，因此，有必要结合节点的社会属性对该舆情

网络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四）子群结构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具有对关系的突出表达优势，既可以将网络视为一个整体又可视之为整

体网络的各个组成部分，从而体现出网络的整体性和层次性特点［１３］。由意识形态论战所引起的

网络舆情在其传播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众多不一致的意见，这是不同社会群体间社会利益和社会

属性存在差异的体现。但在对舆情网络进行相关划分（如块模型划分）时，往往容易忽略这些差

异的存在，仅根据各网络节点间的关系特征对舆情网络进行划分。在意识形态论战所形成的舆

情意见环境中，相异观点间往往容易因意见相悖而相互排斥，而相同意见间则更可能呈现出凝

聚、集中的趋势［１４］，信息的交换与交流也可能更为紧密，因此，根据意向、态度等对网络进行划分

可能更符合舆情传播的实际。本文将此次“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情网络的节点划

分为两大类，即共青团方和任志强方，分别对应共青团子群网络和任志强子群网络。表５显示了

共青团子群网络、任志强子群网络和整体网络的网络整体结构对比结果。

表５　“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情子群网络整体结构对比
指标 共青团方子群网络 任志强方子群网络 整体网络

网络规模 １８０ ３１０ ４９０

网络密度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３６

平均最短路径 ４．４９７ ５．０８８ ８．３９６

不可达节点的数量 ９ ８ ０

聚类系数 ０．０６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７



第３期 洪小娟等：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的社会网络分析 １７　　　

结合表５中网络密度、平均最短路径和聚类系数三项的对比结果可知，共青团方子群网络较

任志强方子群网络更为紧密，说明该子群内部节点间交流和联系更为密切、频繁，且节点间信息

传递路径较短，传递速度较高。在不可达节点的数量方面，共青团方不可达节点数大于任志强

方，这可能是由于任志强方具有较大的网络规模，而网络规模的扩大带来了网络内部连通性的提

高。就子群网络和整体网络的各项数据对比结果而言，整体网络在网络密度、聚类系数上远低于

子群网络，平均路径上则大于子群网络，这表明了子群网络较整体网络内部凝聚性高，信息传递

速度快。但在不可达节点方面，整体网络为０，子群不为０，表明了各子群间仍存在着信息联系，

虽然这些联系并不明显。总体而言，此次论战舆情网络中，存在着共青团方和任志强方两大子

群，各子群较整体网络规模较小，但网络聚合度高，信息传递速率快，内部节点联系紧密，强连接

关系特征明显，各子群间互动并不频繁，呈弱关系连接。

三、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已向网络空间蔓延。本文运用社会网络

的分析方法对爆发于网络空间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展开了研究，从网络基本结构

特征、中心性、块模型和子群结构四个方面对该事件所引发的舆情网络结构进行了探讨。

首先，意识形态舆情传播主体间关系呈现精英特征。在“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

情中存在少数核心节点扮演意见领袖角色。这些节点的信息传播优势主要源于他们与意识形态

问题存在紧密的关联，其对意识形态问题关注度较高，吸引了大量具有共同关注点的微博用户，

如共青团中央、任志强、徐昕、点子正、地瓜熊老六等网络大Ｖ。这些意见领袖的行为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信息传播速度、范围，以及公众的舆论倾向。

尽管互联网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网民的话语权，创造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舆论繁荣”景

象［１５］，但当前的舆论发展趋势表明意见领袖的话题主导地位仍十分突出。尽管在国家依法治

网、依法办网的大环境下，部分“意见领袖”的不当言行正日益边缘化，但网络媒体的高度开放

性、传播快捷性和影响范围广域性等特点削弱了网民辨别信息真实性和有效性的能力，使得“意

见领袖”的言论仍对舆情风向的导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促使舆论高度活跃和流动性过剩、非理

性诉求的表达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１６］。由于网络舆情与社会文化形态息息相关，意识形态建设

又关乎国家思想政治稳定，若不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任其过度发展，一旦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则极易引发社会意识形态危机，危及国家政权的稳定。因此，在意识形态舆情的管控工作上，要

充分利用“意见领袖”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意见领袖”清晰地展现了当前舆情网络的发展方向

和舆论状态，是舆情网络的风向标，可以通过对“意见领袖”活动的监控实现对舆情发展现状的

把握和发展趋势的预测；另一方面，要重视与利用“意见领袖”的影响力，通过恰当的管理技术和

管理策略对其进行指导，防止舆论“脱轨”“越轨”的发生。

其次，“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舆情网络中存在具有明显等级关系的若干子群。这些子

群在舆情传播过程中分别充当着传播者、接收者、孤立者的角色。相对于其他舆情事件，“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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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孤立者子群特征明显。

在当今公共事务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只通过浏览的方式表明自身态度的“中立”，导致了

孤立者子群的出现。这种“只看不发”的表达方式是网民对自我态度表达的一种权宜性、主观性

和片面性的选择，是网民主流政治活动参与兴趣降低、政治社会化功能缺失的一种体现。而正是

在这一次次的 “只看不发”中，公民或许正将自身态度的表达权利让渡于意见领袖，逐步成为舆

论漩涡中的“沉默者”，随意见领袖的“波涛”而动［１７］。因此，在应对意识形态网络舆情时，不仅

要监测意见领袖的意识形态交锋，也应兼顾孤立子群，即应注重提高普通网民独立思考、仔细甄

别、认真判断的能力，引导网民做出正确的个性化政治表达。

最后，在此次意识形态舆情论战中，群体极化现象突出。持相同观点态度的节点更容易聚集

成小团体，形成强连接关系。网络空间促使了人们信息获取能力和传播能力的空前提高，个性

化、小众化意识的加强使得持相似观点的网民群体聚合性较高，极易形成意见鲜明、观点对立的

阵营团体。这种“茧房化”［１８］的发展趋势，在削弱异观点群体间的沟通交流、相互认同的同时，加

剧了同观点群体内部思想的随波逐流和情感表达的情绪化。若其反作用于当前我国社会两极分

化的客观现实中，很容易为民粹主义思潮的流行提供机会。民粹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社会民意的走向和波动，是社会弱势群体发声的有力渠道［１９］，但是其所具有的冲动、暴戾和感性

特点使得其所发诉求往往带着过多的非理性感情色彩，这种感情色彩若经由网络舆情的调拨会

对社会某些黑暗面进行放大，导致谣言盛行，严重时甚至会干扰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危及国

家政权的稳定。因此，如何避免意识形态网络舆情发展过程中群体过度极化，科学抒发和缓解情

绪应是意识形态网络舆情应对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由于本文实证研究案例局限于个案，所取得的研究结论可能并不一定适用于一般网络结构

特征的研究，对意识形态不同发展阶段舆情网络可能表现出不同特征也尚未进行论证，这将是后

续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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